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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部分，过重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直接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参保

意愿和缴费水平。这使得工业企业缴费水平可能低于政策缴费率，也导致不同企业之间实际缴费率

存在差异，而且社会保险缴费可能增加了企业经营活动的负担。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企业

社会保险缴费的内在动机，而且有助于社会保险征收制度的顶层设计，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降成本”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文章尝试研究这些问题，基于利润最大化框架，系统考察了劳

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的逻辑关系。理论分析表明，给定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具有改

善劳动生产率和增加财务困境风险的双重作用，最优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应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

成本。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再就业搜寻成本和工资构成中的解雇风险补偿下降，企业社会

保险缴费引致的边际成本越小，均衡状态的最优社保缴费比例趋于向上调整。文章以行业就业容量

衡量劳动力市场规模的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规模增加会显著提升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并

集中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而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高失业成本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凸显。进

一步，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提升会显著降低其经营绩效，即成本效应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强调，企

业社会保险缴费行为内生于所处的行业环境，在政策调整时需要加以考虑。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规模；企业社会保险缴费；解雇风险补偿；成本效应

中图分类号：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21）08−0064−15

DOI: 10.16538/j.cnki.jfe.20210313.402

一、引　言

作为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构成部分，过重的社会保险缴费负担直接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参保

意愿和缴费水平。就中国而言，约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未参加社会保险，而且部分已参保的企业存

在逃费欠费问题（封进，2013；赵静等，2016；李林木和汪冲，2017；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比如，

封进（2013）发现中国工业企业缴费水平参差不齐，企业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实际缴费率平均值

仅为 10.82%，远低于政策缴费率。如何解释不同企业之间实际缴费率的差异？社会保险缴费是

企业经营活动的负担吗？回答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内在动机，而且有

助于社会保险征收制度的顶层设计，并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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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既有国内外研究，关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后文简称社保缴费）行为的既有文献大体上

可以归纳为两类。首先，存在为数不多的文献试图考察企业社保缴费行为背后的决定因素。本

质上，企业参保行为建立在成本−收益的综合分析框架（Mares，2003；Nyland 等，2006；封进，

2013）：一方面，缴纳社会保险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尤其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以低成本劳

动力作为竞争优势的企业；另一方面，缴纳社会保险不仅能够帮助企业获得融资便利，树立良好

的企业信誉和商业信用以及获取税收优惠等，还有助于留住高技能劳动力以改善企业生产率。

Mares（2003）认为，重视研发创新的企业更愿意为员工提供社会保险。封进（2013）发现，企业特征

会影响其参保行为。赵静等（2016）指出，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具有更强的逃避费倾向，且在流动

人口较多的城市更为凸显。

其次，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社保缴费如何影响企业行为。比如，Gruber 和 Krueger

（1991）、Gruber（1994）发现，“劳动补偿险”和生育保险的企业缴费比例会显著挤出员工工资，但

对雇佣人数无显著影响。马双等（2014）指出，企业为员工缴纳养老保险使得员工工资下降，且在

不同类型企业存在差异影响。李林木和汪冲（2017）指出，企业社会保险负担率仅次于增值税负

担率，社会保险负担增加不利于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创新产出，且相对于所得税负担率，社会保险

负担率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认为，企业为员工支付的养老保险

占员工总薪酬的比重越高，全要素生产率越低，且该负向关系仅在员工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中

显著。

综上可知，关于企业社保缴费行为的研究工作集中于探讨其微观效应，较少涉及其背后的

决定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仅有的少数研究侧重于社会保险征收机构和政策缴费率，忽略了企业

所处环境及其自身特征的重要影响。事实上，社保缴费是企业为劳动力缴纳的养老和医疗保险

等非工资性费用，理应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但这一问题在学界远未引起关注。理论上讲，劳

动力市场规模对企业参保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通过强化高技能员工稳定性、改善劳动

力健康状态等，企业缴纳社会保险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Mares，2003；封进，2013；程欣和邓大

松，2020）。同时，作为企业负担的重要构成部分，社保缴费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并加剧企业陷入财

务困境的概率（李林木和汪冲，2017；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因此，最优社保缴费比例应满足边

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即收益−成本框架。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力失业后的搜

寻成本和再就业成本越小，解雇风险补偿越低（Agrawal 和 Matsa，2013；Kim，2020），即劳动力市场

规模扩张引致更低的职工薪酬负担并降低企业成本。①此时，劳动力市场规模直接影响社保缴费

带来的边际成本，并通过降低边际成本促使均衡的最优社保缴费比例趋于向上调整。

有鉴于此，本文以行业就业容量衡量劳动力市场规模，重点考察其对企业社保缴费行为的

影响，并重点分析背后的作用机制以及是否对不同类型企业存在异质性作用。②本文首先基于企

业利润最大化框架构建企业社保缴费行为的理论模型，并重点剖析劳动力市场规模的决定性作

用。其次，利用 2004−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开展细致的实证检验，包括整体影响、异质性

分析、竞争性假说排除、作用机制考察及稳健性检验等。回归结果表明，劳动力市场规模增加会

显著提升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尤其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而且上述效应在高融资约束

企业、高失业成本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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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不同，导致员工面临着差异化的被解雇风险，企业需要对其进行工资补偿，即解雇风险补偿。

② 从劳动力供给来看，劳动力数量越多，企业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的比例越低。不同于这一研究视角，本文聚焦于行业就业容量如何影响

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分析重点在于劳动力需求视角的劳动力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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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社保缴费内生化视角考察劳动力市场规模

对企业社保缴费的影响，丰富了劳动力“厚市场”理论和企业社保缴费的相关文献。既有研究重

点关注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和政策缴费率的重要作用，却忽略了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扮演着何

种角色。同时，与劳动力市场规模相关的类似研究集中于产业集聚、城市规模等，尚未涉及对企

业社保缴纳行为的影响。第二，建立理论模型阐释劳动力市场规模影响企业社保缴费的内生逻

辑，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尽管存在为数不多的文章利用收益−成本分析

框架理解企业参保行为，但均为定性分析且并未提供理论框架，理论分析缺乏一定说服力。第

三，有助于理解现阶段企业社保缴费行为的内在逻辑，为社会保险征缴体制改革提供微观基础。

不少研究虽然强调中国企业面临着较高的社会保险缴费率，但由于缺乏对其形成机制的考察，

进而无法解释不同企业之间的差异化参保行为，更难以用于指导社会保险缴费率的政策设定。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制度背景与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

实证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最后是研究结论。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框架

（一）制度背景

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水平受到法定社会保险缴费率和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影响。各地核定

缴费基数政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单基数”法和“双基数”法。其中，“单基数”法是指职工

按照本人工资性收入为基数，受社会平均工资 60%−300% 的上下限制，企业缴费基数为职工缴

费基数之和；“双基数”法是指职工按照本人工资性收入为基数，受社会平均工资 60%−300% 的

上下限制，企业依据本单位工资总额确定其缴费基数，但当企业工资总额小于职工缴费基数之

和时，社保经办部门以职工缴费基数之和作为企业缴费基数。

在实践中，企业通常可以在上下限范围内自主决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赵健宇和陆正飞，

2018），企业按最低标准为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的现象屡见不鲜。给定社保法定缴费率，企业可以

通过如下两种情形来降低缴费水平：一是不参与社保。尽管政府明确规定所有企业均应缴纳社

保，但在现实中企业参保率可能低于 100%。二是降低缴费水平。在本文研究样本 2004−2007 年

中，社保缴费更多是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企业可以通过少报缴费基数和调整工资结构或雇佣

结构来降低缴费基数。可见，企业具有足够的自主权来决定其社会保险缴费水平，而且企业所处

的所有制类型、规模、行业等特征均会影响其社会保险缴费行为（Mares，2003；Nyland 等，2006；封

进，2013）。

（二）理论框架

为厘清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保缴费行为的逻辑关系，将劳动力视为唯一的要素投入，

本文试图拓展 Kim（2020）提出的理论框架并通过构建一个简单模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其中，

社保缴费比例是内生决策变量，企业进行主动调整以期实现利润最大化。该模型的核心思想在

于：社保缴费不仅会通过改善员工生产率增加企业利润，如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改善劳动力健

康状况、降低高技能员工流动性等（Mares，2003；封进，2013；程欣和邓大松，2020），而且会通过增

加经营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生存概率，如提高劳动力成本、抑制企业成长和提升财务困境概率等

（封进，2013；李林木和汪冲，2017；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在均衡点处，最优社保缴费比例带来

的边际收益应等于边际成本。而劳动力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力再就业的搜寻成本及工资构成中

的解雇风险补偿越小，社保缴费比例带来的边际成本越低。在边际收益递减准则的作用下，企业

倾向于调高社保缴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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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 (s) B (s) B′ (s) > 0 B′′ (s) < 0

p (s)CF p (s)

s p′ (s) > 0 p′′ (s) > 0 CF

w

记 为企业社保缴费比例，表示社保缴费费用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假定社保缴费为

企业带来 单位的利润增加， 为凹函数，满足 和 。同时，社保缴费增加企

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成本，期望值为 。其中， 为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是关于社保缴

费比例 的凸函数，满足 和 ； 为财务困境成本，传统内涵包括破产清算、市场份

额下降和资产处置（Almeida 和 Philippon，2007），但不包含劳动力市场摩擦。随后，为简化问题，本

文假定企业雇佣 1 单位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生产固定单位的产出并支付员工工资 。在不考虑

产出价值的基础上，不难得到企业的利润函数期望值为：

π (s) = B (s)− p (s)CF −w （1）

v

u

进一步，为获取生产活动的必要技能，劳动者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或成本 E。基于此，技能

投资能够为劳动力带来 单位净现值的提升，但仅限于停留在当前企业或者转移至使用相同技

能的其他企业，而转移至其他类型企业的价值为 0。特别地，正如 Diamond（1982）所言，劳动力在

更换工作时通常面临着搜寻摩擦。一旦劳动力离开当前企业，无法重新找到相同技能工作岗位

的概率为 。为简化问题，本文假定劳动力的解雇概率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为 1。①此时，劳动

力的参与约束条件可以表述为：

w+
[
1− p (s)u

]
v ⩾ E （2）

显然，当且仅当工资与技能溢价之和超出投资额时，劳动力才会参与生产活动。因此，为维

持生产活动并最大化利润，企业只需要支付临界工资，即：

w = E− [1− p (s)u
]
v （3）

将式（3）代入式（1），可得企业目标函数为：

maxsπ (s) = B (s)− p (s)CF −E+
[
1− p (s)u

]
v （4）

s则关于社保缴费比例 的一阶条件为：

B′ (s∗) = p′ (s∗) (uv+CF) （5）

s∗

s < s∗ B′ (s) > p′ (s) (uv+CF) s > s∗ B′ (s) < p′ (s) (uv+CF)

u

其中，等式左侧刻画的是社保缴费比例上升带来的边际收益；等式右侧刻画的是社保缴费比例

上升引致的边际成本。显然，式（5）意味着最优社保缴费比例 需要满足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具体表现为：当 时， ；当 时， 。特别地，劳动力市

场规模越大，劳动力寻找工作所面临的搜寻摩擦 越小，社保缴费比例带来的边际成本越小，即社

保缴费比例的边际成本是劳动力市场规模的单调递减函数。

对式（5）进行重新整理，可得：

H (s) = B
′
(s∗)/p′ (s∗) =G (u) = uv+CF （6）

H (s) s G (u) u

B (s) p (s) B′ (s∗) p′ (s∗)

B′ (s∗) p′ (s∗) B′ (s∗)/p′ (s∗)

s∗ u CF s∗

其中， 测度的是社保缴纳 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函数，而 度量的是劳动力市场摩擦 的

财务困境成本。结合 和 的函数特征可知， 为单调递减函数而 为单调递增函数，

且考虑到 和 均大于 0，可得 为递减函数，进而容易发现最优社保缴费比例

与搜寻摩擦 、财务困境成本 负相关。可见，劳动力市场规模越大，最优社保缴费比例 越高。

u1 u2为对上述命题进行说明，假定劳动力市场规模增加使得搜寻摩擦由 降至 ，对应的财务困

境成本函数依次为：

G (u1) = u1v+CF;G (u2) = u2v+CF （7）
两式相减可得：

刘媛媛、封    进、刘贯春：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

① 放松这一强制假定，即劳动力在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的解雇概率小于 1，本文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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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u2)−G (u1) = (u2−u1)v < 0 （8）

G (u1) G (u2)

s∗1 < s∗2

不难看出，劳动力市场规模增加会降低企业财务困境成本，社保缴费比例趋于上升，具体逻

辑在于：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搜寻摩擦带来的财务困境成本由 降至 ，边际成

本下降意味着最优社保缴费比例在均衡状态时的边际成本降低，从而使得 。基于此，本文

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说：

假说 1：劳动力市场规模越大，企业社保缴费比例越高。

u ∆u

G (u)

进一步，既有研究一致表明人力资本在不同类型行业间存在异质性特征，使得劳动力流动

更多集中于相同分类行业，而在行业间的流动并不高（Jacobson 等，1993；Lazear 等，2009）。究其

原因在于，企业为劳动力提供的操作技能、管理知识等培训具有专用性，且劳动力在工作过程中

积累的经验和知识与当前或类似工作更为匹配，但是转移到其他行业时与工作任务的互补性可

能不强（彭国华，2015）。由此可见，如果劳动力规模扩张发生在跨行业而非同一行业，劳动力寻

找工作所面临的搜寻摩擦 下降幅度较小。结合式（8）可知，给定相同的劳动力规模扩张， 在行

业间小于行业内，即 在行业间的下降幅度要小于行业内，进而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促进作

用较小。综上，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正相关关系理应在同类行业内更加凸显，

而在跨行业间相对较弱。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待检验的研究假说：

假说 2：劳动力市场规模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正向作用更多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为检验劳动力市场规模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S iri jct = β0+β1Lms jct +δZ it +dct +µi+γt +εi jct （9）

i j c t S ir Lms

Lmsw Lmsb

Lev S ize Age

Exr Fem

µi γt

dct

β1

β1 β1

其中， 、 、 和 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地级市和年份； 为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为劳动力市场

规模，本文从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层面来衡量，依次记为 和 。同时，Z 代表特征变量矩

阵，用于控制企业层面的异质性特征，包括杠杆率 、企业规模 、企业年龄 、出口状态

和资本密集度 。此外，本文引入三类固定效应以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一是个体固定效

应 ，以刻画不随时间变化且难以观测的企业固有特征；二是时期固定效应 ，以刻画不随企业个

体变化的宏观经济环境；三是城市−时期双向固定效应 ，以刻画企业所处地级市的动态环境。

在模型设定（9）中， 是本文重点关注的回归系数。结合研究假说 1 和 2，本文有如下预期：第一，

显著为正，劳动力市场规模增加会促进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上升；第二， 在行业内要明显大于

行业间，劳动力市场规模对企业社保缴纳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相同分类行业。

（二）指标选取

S ir对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的度量，借鉴李林木和汪冲（2017）的做法，本文采用养老保险和

医疗保险费用之和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来表示。之所以未采用社保缴费率，主要原因有如下

两点：第一，社保缴费率的度量方式与职工薪酬紧密相关。考虑到职工薪酬是内生变量，企业完

全有可能通过调整职工薪酬来贴近政策缴费率，导致难以有效分离员工工资与缴费率的相互影

响；第二，社保缴费比例能够很好刻画社保缴纳对企业经营成本的影响。给定企业 A 和企业 B 的

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 000 万元和 10 万元，职工薪酬总额分别为 100 万元和 2 万元，社保缴纳总

额分别为 15 万元和 0.3 万元。显然，社保缴纳对企业 B 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企业 A。然而，两个企

业的实际缴费率均为 15%，无任何差异。此时，利用社保缴费比例却能有效刻画客观现状，企业

A 和企业 B 的缴费比例分别为 1.5% 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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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sw Lm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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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 R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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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劳动力市场规模 ，遵循 Kim（2020）、范剑勇和石灵云（2009）的思路，本文采用企业所

属行业在所处城市的整体就业容量来表示，并取自然对数形式。其中，行业内劳动力市场规模

采用三位数行业的就业规模来表示，行业间劳动力市场规模 采用两分位内其他三分

位行业的就业规模来表示。特别地，在排除竞争性假说时，本文涉及到员工平均工资 和全

要素生产率 ，度量方式依次为应付职工薪酬除以就业人数和利用 OP 法估算得到。同时，在

考察社保缴纳的成本效应和收益效应时，本文还利用劳动生产率 、资产收益率 、利润增长

率 和产值增长率 来测度企业经营绩效，度量方式依次为工业总产值与就业人数的占比

（取自然对数形式）、单位资产带来的利润总额、利润总额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Lev

S ize Age

Exr Fem

此外，控制变量的度量方式依次为（Agrawal 和 Matsa，2013；Kim，2020；封进，2013；李林木和

汪冲，2017；刘贯春等，2018）：（1）杠杆率 ，采用债务总额占企业总资产的比例来表示；（2）企业

规模 ，采用企业总资产来表示，并取自然对数形式；（3）企业年龄 ，采用自成立以来的生存

年限来表示；（4）出口状态 ，采用出口总额与企业总资产的占比来表示；（5）资本密集度 ，

采用人均固定资产净额来表示，并取自然对数形式。

（三）数据来源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涵盖了所有国有企业和销售收入在 500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用于

构建核心解释变量更为可信。①限于企业社保缴纳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用 2004−2007 年中国工

业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数据由国家统计局收集和维护。为消除异常值对估计结果可能造成的干

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 1% 和 99% 水平的缩尾处理。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汇报了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回归结果。Panel A 显示，行业内劳动力

市场规模的估计系数均为正值，而且通过 5%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以第 3 列估计系数为例，给定

行业内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样本标准差为 1.7931，其每提高 1 个单位，社保缴纳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比例将显著上升 1.17%（0.0065×1.7931）。由此可见，伴随着行业内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企业社

保缴费比例趋于上升，研究假说 1 得证。进一步，观察 Panel B 可知，行业间劳动力市场规模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亦会随着行业间劳动力市场规模的扩大而呈现上升

趋势，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工业生产依旧处于低附加值阶段，劳动力技能结构在不同行业间

具有较高相似度，彼此之间的可替代性较强。而对比 Panel A 和 Panel B 的回归系数可知，劳动力

市场规模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在行业内的提升作用要明显大于行业间，系数大小相差 0.0025
（0.0065−0.0040），经济显著性相差 40%（0.0025/0.0065）。综上，考虑到人力资本专用性导致的劳动

力转移摩擦，劳动力市场规模影响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正向作用在行业内更加凸显，而在行业

间相对较弱，研究假说 2 得证。

（二）异质性分析

虽然表 1 为理解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之间的整体关系提供了依据，但是忽

略了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异质性。基于此，本文进一步从融资约束、失业成本和所有制形式三个维

度进行子样本分析以理解二者的非对称关系。

刘媛媛、封    进、刘贯春：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

① 由于该数据库存在指标缺失、测量偏误明显和样本匹配混乱等问题，本文采用 Cai 和 Liu（2009）的做法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剔除总

资产减去固定资产净额小于 0 的观测值、总资产减去流动资产小于 0 的观测值等。进一步，借鉴 Brandt 等（2012）的做法，构建 2004−2007 年

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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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融资约束的重要性。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越严重，社保缴费带来的财务困境成

本越难以从银行信贷获得资金补充，更容易陷入危机并通过解雇员工来缓解负向冲击，员工要

求其工资中所包含的解雇风险补偿更高（John 等，1992；Ofek，1993）。此时，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

对解雇风险补偿的缓解效应在高融资约束企业更为凸显，社保缴费比例上升幅度更高。借鉴

Almeida 等（2004）、姜付秀和黄继承（2011）的做法，本文分别利用企业规模和债务水平作为企业

融资约束的划分标准。其中，低于 1/4 分位点的企业归类为高融资约束组别，高于 3/4 分位点的

企业归类为低融资约束组别。①观察表 2 可得，行业内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估计系数在小规模企业

和低杠杆企业显著为正，但在大规模企业和高杠杆企业未通过 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且行

业间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估计系数在不同分样本情形均不显著。这些结果充分表明，劳动力市场

规模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高融资约束企业，且集中于行业内而非行

业间。
 

表 2    异质性分析 I：不同融资约束组别

Panel A：企业规模 Size Panel B：杠杆率 Lev

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 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

大规模 小规模 大规模 小规模 低杠杆 高杠杆 低杠杆 高杠杆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方程（8）

Lmsw
0.0036 0.0079* 0.0101** −0.0058

（0.0058） （0.0046） （0.0050） （0.0056）

Lmsb
0.0019 −0.0045 0.0045 0.0013

（0.0058） （0.0064） （0.0073） （0.006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09 634 112 025 63 787 61 262 110 817 110 794 60 614 63 827

调整 R2 0.0119 0.0519 0.0153 0.0572 0.0373 0.0180 0.0386 0.0186
 
 

表 1    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Panel A：行业内效应 Panel B：行业间效应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Lmsw
0.0114*** 0.0118*** 0.0065**

（0.0027） （0.0027） （0.0027）

Lmsb
0.0052*** 0.0051*** 0.0040**

（0.0018） （0.0018） （0.00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43 986 443 452 443 452 421 488 420 996 420 996

调整 R2 0.0058 0.0064 0.0239 0.0057 0.0062 0.0243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行业层面的标准误；*、**和***分别代表 10%、5% 和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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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本文而言，企业规模的 1/4 和 3/4 分位点依次为 9.663 4 和 11.302 5，而杠杆率的 1/4 和 3/4 分位点依次为 0.361 3 和 0.7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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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失业成本的重要性。对于劳动密集型（低劳动生产率）企业而言，由于雇员数目众多，

社保缴费比例上升引致的财务困境成本使得失业成本（企业为了解雇员工需要支付的补偿金）

和解雇风险补偿相对于资本密集型（高劳动生产率）企业更为严重。此时，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

模扩张，工作搜寻成本下降促使解雇风险补偿下降幅度更多，从而推升社保缴费比例的向上调

整幅度更加明显。遵照 Agrawal 和 Matsa（2013）、刘贯春等（2017）的思路，本文以人均固定资产净

额和人均工业生产总值作为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指标，并将小于 1/4 分位点的企业

归类为低失业成本组别，大于 3/4 分位点的企业归类为高失业成本组别。①结合表 3 可知，行业内

劳动力市场规模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劳动生产率企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在资本密集型

企业和高劳动生产率企业不显著，而且行业间劳动市场规模在不同分组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

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相对于低失业成本企业，劳动力市场规模对企业社保缴费比

例的积极作用在高失业成本企业更强，且该效应更多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

 
表 3    异质性分析 II：不同失业成本组别

Panel A：要素密集度 Fem Panel B：劳动生产率 Ly

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 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低 高 低 高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方程（8）

Lmsw
−0.0029 0.0095** 0.0085** 0.0005

（0.0047） （0.0042） （0.0043） （0.0030）

Lmsb
0.0059 0.0023 0.0014 0.0019

（0.0056） （0.0061） （0.049） （0.003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13 109 108 854 63 858 60 043 103 376 116 507 53 366 66 042

调整 R2 0.0137 0.0560 0.0151 0.0619 0.0517 0.0147 0.0598 0.0154
 
 

第三，所有制形式的重要性。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重要特征：

（1）法定社保费率的遵从度较高；（2）政府隐性担保使得融资约束程度较低；（3）承担稳定就业的

社会职能意味着劳动力被解雇的概率较低。结合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无论出于对何种特征的考

虑，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对解雇风险补偿的缓解效应在民营企业均要更强，社保缴费比例上升

幅度理应更大。借鉴 Huang 等（2017）、王永钦等（2018）的做法，本文依据控股情况和持股比例是

否大于 30% 作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划分依据。其中，将控股代码为 1 和国有资本持股比例

大于 30% 的企业归类为国有企业，控股代码为 3 和个人资本持股比例大于 30% 的企业归类为民

营企业。由表 4 不难看出，行业内劳动力市场规模在民营企业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在国有企

业未通过 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且行业间劳动力市场规模在不同类型企业的估计系数均不

显著。显然，与国有企业相比，劳动力市场规模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正向影响在民营企业更为

凸显，且该效应更多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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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就本文而言，资本密集度的 1/4 和 3/4 分位点依次为 3.102 4 和 4.673 2，而劳动生产率的 1/4 和 3/4 分位点依次为 5.236 9 和 6.45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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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异质性分析 III：不同所有制组别

Panel A：控股情况 Panel B：持股比例>30%

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 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

国有 民营 国有 民营 国有 民营 国有 民营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方程（8）

Lmsw
−0.0106 0.0064** 0.0045 0.0075**

（0.0180） （0.0029） （0.0053） （0.0032）

Lmsb
0.0197 −0.0055 0.0221 0.0045

（0.0212） （0.0052） （0.0278） （0.004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6 763 178 416 14 642 102 610 14 826 210 079 7 734 119 971

调整 R2 0.0220 0.0109 0.0307 0.0134 0.0278 0.0223 0.0479 0.0269
 
 

（三）竞争性假说的排除

w E
p (s)uv −v

u p (s) p (s)u

w

在前文理论框架中，本文认为解雇风险补偿是劳动力市场规模影响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内

在逻辑。然而，作为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度量指标之一（Henderson，2003；范剑勇和石灵云，

2009），劳动力市场规模还可能会通过员工平均工资和生产率影响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特别地，

结合式（3）可得，员工工资 由三部分构成，依次为劳动力获取技能的补偿金 、企业陷入财务困

境导致的解雇风险补偿 及技能溢价的现值 。显然，劳动力市场规模越大，劳动力寻找工

作所面临的搜寻摩擦 越小，而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 越大，但 变动不存在明确模

式，即员工工资 的调整方向并不确定。换言之，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除了规模扩张和专

业化水平提升带来的溢出效应外，丰富劳动力市场带来的竞争效应或拥挤效应可能会降低企业

生产率和员工平均工资（谢露露，2015）。此时，主营业务收入减少和向员工转嫁社保负担的动机

在下降（封进，2014），进而推升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为对上述两个竞争性假说进行排除，本文直接控制员工平均工资和生产率对企业社保缴费

比例的影响。以行业内劳动力市场规模为例，表 5 汇报了企业社保缴费比例方程的回归结果。

容易看出，员工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企业生产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员工

平均工资和企业生产率确实会显著影响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不过，在控制住员工平均工资和企

业生产率后，行业内劳动力市场规模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正向作用依旧显著存在，且该效应

在高融资约束企业（小规模企业和低杠杆企业）、高失业成本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低劳动生产

率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凸显，与表 1−表 4 一致。综上，员工平均工资和企业生产率不是劳动力

市场规模影响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重要渠道，竞争性假说得以排除。

表 5    排除竞争性假说

全样本
融资约束组别 失业成本组别 所有制组别

大规模 小规模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国有 民营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Lmsw
0.0044* 0.0023 0.0084* −0.0012 0.0100** −0.0115 0.0093**

（0.0023） （0.0058） （0.0046） （0.0047） （0.0042） （0.0183） （0.0045）

Wage
0.0805*** 0.0652*** 0.0971*** 0.0687*** 0.0707*** 0.0541** 0.1134***

（0.0032） （0.0070） （0.0072） （0.0063） （0.0083） （0.0221） （0.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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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稳健性检验与进一步讨论

（一）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问题

虽然计量模型（9）尽可能多地控制了各类固定效应，但是内生性问题依旧不可避免，主要原

因在于三个方面：（1）行业或地区的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可能会反向作用于企业进入和退出，从而

影响劳动力市场规模；（2）劳动力市场规模指标的构造基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可能存在一定测

量偏差；（3）遗漏变量问题依旧可能存在，无法有效控制所有重要解释变量。为解决模型内生性

问题，本文借鉴 Fisman 和 Svensson（2007）、刘贯春等（2017）的做法，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 2SLS 估

计。首先，工具变量一是省份内部其他地级市相同行业的就业规模均值。省份内部其他地级市

的要素禀赋、地理位置及经济特征较为接近，同一行业发展紧密相关且就业规模相关性较高，但

不会影响本地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其次，工具变量二是滞后二期。由于存在劳动力调整成本，劳

动力市场规模存在持续性，滞后二期与当期值紧密关联，但不会影响当期企业社保缴费比例。观

察表 6 的 2SLS 估计结果可知，KP-LM 统计量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而且大于

10 的 F 统计量意味着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估计结果发现，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估计

系数依旧显著为正，且系数和标准差增大。显然，在克服模型内生性后，劳动力市场规模对企业

社保缴费比例的正向作用依旧存在。

进一步，本文还将烟台市富士康工业园区的设立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

进行因果关系识别。山东烟台科技园于 2004 年开始筹建工作，并于 2005 年 7 月正式投入运营，

是富士康科技集团在大陆设立的七大厂区之一，员工总规模定位在 10 万人。不难推断，富士康

工业园区的设立将大幅提升烟台市工业企业的劳动力市场规模。特别地，考虑到 GDP 规模、人

口总量等经济发展指标较为接近，①本文选取济南市作为对照组，构建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S irict = β0+ θTreatc×Postt +δZ it +µi+γt +εict （10）

Treat Post

θ

θ

其中， 为处理变量，烟台市为 1，济南市为 0； 为政策冲击变量，2005 年之后年份为 1，否

则为 0。在上式中， 刻画了烟台市工业企业社保缴费比例较于济南市的相对变动幅度，本文预期

显著为正。

 

续表 5    排除竞争性假说

全样本
融资约束组别 失业成本组别 所有制组别

大规模 小规模 资本密集 劳动密集 国有 民营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方程（7）

TFP
−0.0934*** −0.1274*** −0.0699*** −0.1055*** −0.0670*** −0.1776*** −0.0627***

（0.0024） （0.0055） （0.0057） （0.0048） （0.0069） （0.0179） （0.004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38 523 108 305 110 846 111 714 107 458 26 252 176 599

调整 R2 0.0336 0.0235 0.0635 0.0301 0.0597 0.0294 0.0238

刘媛媛、封    进、刘贯春：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

① 以 2005 年为例，济南市和烟台市的 GDP 总量分别为 1876 亿元和 2012 亿元，人均 GDP 分别为 31 606 元和 30 923 元，总人口分别为

643 万人和 693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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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实验组企业和控制组企业的可比

性，在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构建了研究样

本之后，①表 7 汇报了双重差分模型的回归结

果。结合方程（1）可得，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

著为正，这说明富士康工业园区设立使得烟

台市工业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增加 0.77%。进

一步，考虑到烟台市富士康工业园区的核心

业务为通信设备和办公设备等的研发与制

造，为区分劳动力市场规模的行业内效应和

行 业 间 效 应 ， 本 文 将 两 分 位 行 业 代 码 为 39、

40 和 41 的工业企业归类为行业内样本，其他工业企业为行业间样本。结合方程（2）、（3）可得，交

互项在行业内样本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在行业间样本未通过 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而且

前者作用强度明显大于后者。这些结果充分表明，伴随着富士康工业园区的设立，劳动力市场规

模扩张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促进作用更多发生于相似行业。综上可知，本文核心结论不受模

型内生性问题的影响。

2. 其他稳健性测试

第一，改变研究样本：剔除社保缴纳为 0 的观测值。观察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数据分布可

知，有 148 584 个观测值记录为 0，占全样本 444 059 的比重高达 33.46%。删除企业社保缴费比例

为 0 的观测值，表 8 方程（1）、（2）汇报了重构子样本的回归结果。第二，替换因变量。前文分析更

多立足于企业财务视角，采用另一种测度企业社保缴纳情况的常用指标，因变量调整为社保缴

费率（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费/上一年应付职工薪酬）是否能够得到相同结论？表 8 方程（3）、（4）

汇报了基于企业社保缴费率的回归结果。容易看出，在改变研究样本和替换因变量之后，基准回

归结果依旧成立。

表 6    2SLS 估计结果

第一阶段：因变量为 Lmsw 第二阶段：因变量为 Sir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IV1 IV2 IV1+IV2

IV1
0.7983*** 0.1067***

（0.0019） （0.0015）

IV2
0.9157*** 0.8757***

（0.0009） （0.0011）

Lmsw
0.0122*** 0.0106*** 0.0111***

（0.0041） （0.0033） （0.00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10 285 140 166 130 368 410 271 140 164 130 366
KP-LM 统计量 0.00 0.00 0.00

F 统计量 594.60 148.13 216.87
调整 R2 0.2012 0.0954 0.1472

　　注：KP-LM 统计量汇报的是对应 p 值。

表 7    基于烟台市富士康工业园区的 DID 估计

整体效应 行业内效应 行业间效应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Treat×Post
0.007 7*** 0.019 4** 0.002 8

（0.002 6） （0.008 5） （0.03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5 256 984 4 272

调整 R2 0.035 5 0.040 9 0.0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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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利用 Logit 模型对企业地理位置的可能性进行估计，将其概率作为倾向得分指标，按照紧邻匹配原则并以 1：1 为标准，构建了烟台市

工业企业的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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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使得解雇风险补偿下降，企业通过储备流动性资产以降低财

务困境风险的潜在动机下降，从而降低流动性资产持有比例（Serfling，2016；Cui 等，2018）。以流

动性资产比例（流动资产合计/企业总资产）作为因变量，表 8 方程（5）、（6）汇报了劳动力市场规模

对企业流动性资产持有的回归结果。容易看出，行业内和行业间劳动力市场规模的估计系数均

显著为负，但前者作用强度（0.008 2）远大于后者（0.001 3）。可见，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员

工解雇风险补偿减少使得企业预防性储蓄动机在下降，且该效应更多集中于行业内而非行业

间，与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逻辑保持一致。

（二）进一步讨论：企业社保缴费的收益效应与成本效应

在现实中，企业社保缴费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征收机构和征缴力度的影响（刘军强，2011；封

进，2014）。此时，一个疑问是：真实水平是否超出了企业自身选择的最优阈值？换言之，成本效应

还是收益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为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本文以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资产

收益率、利润增长率以及产值增长率作为企业经营绩效的度量指标，表 9 汇报了社保缴费比例与

企业绩效关系的回归结果。整体来看，无论是采用何种因变量，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估计系数均

为负值，且通过 1%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这些结果一致表明，伴随着社保缴费比例的上升，企业经

营绩效呈现出显著的恶化态势。显然，在现有社保缴费水平下，成本效应而非收益效应占据主导

地位，与李林木和汪冲（2017）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同时，这些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工业

企业的社保费负担可能较重，再次支持赵静等（2016）、赵健宇和陆正飞（2018）的论断。
 

表 9    社保缴费比例与企业绩效：收益效应 VS 成本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 Tfp 劳动生产率 Ly 资产收益率 Roa 利润增长率 Prof 产值增长率 Outp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Sir
−0.0647*** −0.0815*** −0.0067*** −0.0542*** −0.0480***

（0.0016） （0.0017） （0.0004） （0.0068） （0.002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438 523 443 452 443 452 292 982 297 750

调整 R2 0.0660 0.2938 0.0994 0.0127 0.0337

表 8    其他稳健性测试

剔除社保费为 0 的样本 因变量：社保缴费率 因变量：流动性资产比例

方程（1） 方程（2） 方程（3） 方程（4） 方程（5） 方程（6）

Lmsw
0.0097** 0.0048*** −0.0082***

（0.0039） （0.0012） （0.0007）

Lmsb
0.0026 0.0016 −0.0013*

（0.0039） （0.0012） （0.000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城市−时期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95 173 281 831 250 725 239 291 443 467 421 010

调整 R2 0.0232 0.0241 0.0193 0.0196 0.1198 0.1178

刘媛媛、封    进、刘贯春：劳动力市场规模与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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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

既有研究侧重于探讨社保缴费率对企业参保行为及其经营活动的影响，尚未深入探讨企业

社保缴费背后的内在逻辑。事实上，实际缴费率可能仅约为法定缴费率的一半，这不仅反映出社

保征收力度的弹性问题，更刻画了企业参与社保的成本−收益权衡。一方面，企业为员工缴纳社

保有助于降低劳动力流动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社保支出会增加劳动力成本并提升企

业陷入财务困境的概率。换言之，存在最优的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使得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

本。基于这一逻辑，本文将企业社保缴费比例视为内生变量，构建理论框架重点考察劳动力市场

规模如何影响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理论分析表明，伴随着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再就业搜寻成本

下降使得工资构成中的解雇风险补偿减少，促使社保缴纳的边际成本降低，进而推动最优社保

缴费比例向上调整。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人力资本在不同行业间存在专用性，劳动力市场规模

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影响集中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

随后，本文利用 2004−2007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行业就业容量作为劳动力市场规模的

度量指标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显著提升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且该

效应集中体现于行业内而非行业间。进一步，以企业规模和杠杆率作为企业融资约束严重程度

的划分依据，以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作为企业失业成本高低的划分依据，并开展分样本估

计及对比。结果发现，劳动力市场规模对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正向作用在高融资约束（小规模和

低杠杆）企业、高失业成本（劳动密集型和低劳动生产率）企业和民营企业更为凸显，解雇风险补

偿的解释力得以强化。最后，现阶段企业社保缴费比例上升显著抑制企业经营绩效，成本效应占

据主导地位。

本文为理解当前阶段中国企业的社保缴费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基于理论分

析和实证发现，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第一，劳动力市场规模是企业社保缴费比例的重要决定

因素之一，促进劳动力在区域间的流动不仅有助于资源合理配置，而且对于促进企业遵守社保

政策也有积极作用。第二，现阶段企业社保缴费比例偏高，有必要下调法定社保缴费率，从而有

助于改善企业经营绩效。第三，高融资约束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缴纳社保的边际成本相对较

高，在“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必要实施差异化的降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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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operating costs, excessive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e-

duces the willingness and contribution rat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In China, one third of firms do

not participate in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other firms generally have the problem of evasion and arrears. Spe-

cifically, Feng (2013) finds that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Chinese industrial firms is uneven, and the average

rate is only 10.82%, far lower than the legal rate. How to explain the variation in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rate among firms? I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the burden of business activities?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ation of firm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bolster up the design of social secur-

ity collection syste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st reduction”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bor market size (LMS) and firms’ social security con-

tribution rate (SSCR) based on the profit maximization framework. Given the dual effects of SSCR on firm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financial distress cost, optimal SSCR is achieved when marginal income equals to mar-

ginal cost. As LMS expands, decreasing search cost and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for job loss risk increase

optimal SSCR. Further, the empirical results measuring LMS by industrial employment capacity find that LM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firms’ SSCR belonging to the same industry, especially for firms with serious financial

constraints, high unemployment cost and private ownership. In addition, increasing SSCR significantly deteri-

orates firms’ performance, suggesting that the cost effect plays a leading role.

Our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e behaviors of social security by firms are subject to industrial environ-

ment, suggesting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account for the issue when policymakers adjust economic policies. Our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 in three aspects: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dogenou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we explore the impact of labor market size on firm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which enriches

the labor “thick market” theory and relevant literature of firm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Second, we buil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endogenous logic of labor market size affecting firm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Third, understanding the logic of firm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provides a micro basis for the

reform of social security collection and contribution system.

Key words:  labor market size； firms’ social security contribution； compensating differentials for

job loss risk； cost effect （责任编辑  顾　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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